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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意见： 

从员工领导互动情境，本研究从沟通信息和支持员工两方面探讨了领导倾听的内涵，在

探讨其前因的基础上，从领导者和团队、员工层面出发，尝试揭示领导倾听对不同对象的不

同效应、黑箱机制及边界条件。本研究聚焦于领导倾听这一重要现象，视角较为新颖、具有

较好的理论价值和发展空间。但是，本研究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您对本文选题的认可与肯定！同时非常感谢您在耐心审阅之后，不仅指出了

论文的不足，还为我们提供了明确的修改思路和方向！希望修改后的论文能够很好地解决您

所关注的问题。 

 

意见 1：倾听的内涵。明确倾听内涵是本研究的基础，但是本研究关于倾听内涵的界定还可

以进一步完善。如“在近期研究中 ......学者呼吁在具体情境中探索倾听的具体内涵

（Worthington & Bodie, 2018）”。但是“倾听”是行为、情绪、动机还是态度，或者是兼

而有之的过程？虽然有学者认为倾听包括认知的成分，包括行为的成分，但是仍然可以继续

探讨和发展。因而，建议对内涵部分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专业而细致的评审。您的问题让我们对倾听的内涵有了更加深入的

思考和理解。根据您的建议，我们对倾听的内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具体体现在“2.1 倾

听的内涵”部分。具体修改内容请见修改稿正文第 3-4 页，已用红色字体标出。 

对于您提到的“但是“倾听”是行为、情绪、动机还是态度，或者是兼而有之的过程？

虽然有学者认为倾听包括认知的成分，包括行为的成分，但是仍然可以继续探讨和发展”，

我们做出如下解释： 

（1）“倾听的内涵”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为了总结以往研究对倾听内涵的阐释，并在此基

础上发现研究不足，试图更好地将倾听运用到组织行为学的研究中，为本文探讨“领导倾听”

的内涵奠定基础。Worthington 和 Bodie（2018）建议学者根据所研究的具体情境来确定倾听

内涵的核心特征，所以本研究将倾听置于领导-员工二元互动情境中探讨领导倾听的具体内

涵，这也呼吁了 Kluger 和 Itzchakov（2022）主张从二元视角探讨倾听内涵的观点。 

（2）“有学者认为倾听包括认知的成分，包括行为的成分”，这是我们梳理文献发现的

部分学者的观点，所以，确如您所说，我们认为对倾听的内涵仍可以继续探讨和发展。阅读

文献可知，有学者认为倾听是一个多维度构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Halone et 

al., 1998；Worthington & Bodie, 2018）。其中，认知维度涉及关注、理解、接收和解释内容

与相关信息；情感维度包括个体如何看待倾听以及其对倾听活动的动机和欣赏；行为维度一

般集中于反应，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反馈（Worthington & Fitch-Hauser, 2018）。高质量倾听

（High-quality listening）包含了全神贯注、理解以及对表达者的不批判（Itzchakov & Weinstein, 

2021），强调了对待表达者的态度，反映了认知成分。通过对文献进行深入分析，我们认为

领导倾听是一个完整的行为过程，包含了认知、情感和行为三种成分，最终的落脚点在行为，

认知和情感成分也是提高倾听质量、增强倾听有效性的重要因素。试想如果一个领导者在听



完一名员工表达的想要改善现有工作问题的想法时，仅仅发生了倾听行为，但并未给予回应

和反馈会有什么效果呢？而当领导者表明对现有问题的关注，给予反馈意见，并鼓励员工思

考建设性建议时，此时又会收获怎样的效果。因此，领导倾听行为过程应该包含三种成分，

并且我们也从“人（员工）”和“事（信息）”两个角度进一步丰富了领导倾听的内涵。在子

研究 1 中，我们认为领导倾听是一种领导行为，并将其界定为“领导者对员工向上沟通的一

种主动性反应，是领导者为了促进工作沟通和实现组织目标，关注、理解和回应员工所表达

的信息并给予员工支持的一种领导行为”。我们认为在整个领导倾听行为过程中，既包含沟

通信息（即领导者从员工那里接收到信息，并给予关注、理解和回应），也包括支持员工（即

领导者对员工给予的情感支持、尊重支持和关心），即在整个过程中，也会体现领导者对信

息和员工的态度与情感。 

（3）通过反复阅读和思考本文的现有内容，我们发现有必要在此对倾听的内涵做出更

全面的解释，从而有助于后续探讨领导倾听的内涵。所以，我们对以往文献进行了进一步梳

理和总结，并在这部分做出了修改和补充，请参考修改稿正文第 3 页，具体修改内容已在文

中用红色字体标出。修改后的内容能更完整地展现以往研究对倾听内涵的探讨，为后文探讨

领导倾听的内涵提供更充分的依据。一方面，我们是在学者所呼吁的具体情境（领导-员工

二元互动）探索倾听的具体内涵，另一方面，结合具体的情境特征，我们认为领导倾听的内

涵包括了以往学者所强调的认知（如关注）、情感（如支持）和行为（如回应）成分，并且

体现在了信息和员工两个方面。此外，内涵部分所提到的“个体具有倾听风格偏好”以及以

往研究对倾听维度的探索（如以人/事实为导向的倾听）为后文对领导倾听类型的探索也提

供了一定启发。因此，这不仅丰富了倾听的内涵，也将其引入到领导力研究中，进而拓展了

组织行为学的研究内容。 

 

意见 2：倾听的影响因素。“3）真实性......从而提高倾听所需的真实性（Itzchakov & Weinstein, 

2021）”，此处的真实性的意思不明确。从字面意思上看，该部分表述为“氛围”可能更为

准确些（氛围不能归为领导者本身特征）。同时，从目前综述来看，倾听的前因研究主要局

限于领导本身，那有没有其他相关角度的研究，比如员工的特征角度？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和问题。我们对此部分内容做了适当修改和补充，

请参考修改稿正文第 4-5 页，具体修改内容已在文中用红色字体标出。 

Kluger 和 Itzchakov（2022）认为目前对于倾听前因的研究零散且缺少实证研究，值得

未来研究继续探讨。在“2.2 组织管理中倾听的影响因素”这部分中，我们主要总结了现有

研究所探讨的倾听的影响因素，并未明确强调“真实性”是一种领导特征。再次阅读原文，

我们发现“真实性”的意思确实没有表达清楚。事实上，真实性（authenticity）强调的是表

达者应该表达真实的想法，进行真诚交流，这有利于表达者提高倾听质量。由于组织中的领

导者会从多个主体（如顾客、员工）那里倾听，并不是所有的表达者都愿意保持真诚，当倾

听成为一种旨在为利益服务的工具时，倾听的质量就会下降（Tyler, 2011）。所以组织应该营

造一种自治和开放的氛围，鼓励表达者发表真实的意见和观点。这里的“真实性”强调的是

说话者表达的内容即倾听内容是真实的，这会影响倾听质量。Kluger 和 Itzchakov（2022）

也指出关于真实性对倾听影响的实证研究仍然缺乏，值得未来研究探索。原文中关于“真实

性”的解释可能存在歧义，确实容易误解为“氛围”，所以我们进行了修改，请见修改稿。 

为了更详尽地阐述组织管理中倾听的影响因素，我们对文献又进行了梳理，发现一些学

者从倾听内容、表达者（speaker）和情境的角度提出了可能影响倾听的因素。基于 Imhof

（2010）提出的倾听思维导图，表达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可信赖性（credibility）、动机及其

与倾听者的关系质量会影响倾听者的倾听质量，并且情境的正式化程度和组织文化也会影响

倾听。例如，在正式化程度较高的组织中，高地位倾听者（如领导）在倾听时运用的面部表



情更少（Knapp & Hall, 2002）。Behfar et al. (2020)则认为表达者的情绪也会对倾听质量有影

响，当表达者带着生气情绪表达想法和感受时，倾听者可能更不愿意倾听。因此，我们发现

现有研究从倾听者（如领导）、倾听内容、表达者和情境四方面探讨了倾听的前因，遗憾的

是仍缺乏实证研究，值得未来研究去探索，且应从表达者（员工）角度去挖掘更多影响倾听

的研究。未来我们会深入探讨领导倾听的多种前因以期丰富领导倾听的相关研究。 

 

意见 3：倾听的结果。从当前的综述来看，目前倾听的结果研究主要围绕领导力发挥角度展

开。本研究也选取了员工层面、团队层面和领导层面的变量作为领导倾听的结果变量，但框

架性相对不足。或许，以往学者提出“领导倾听”构思的初衷是聚焦于领导力的释放，如果

是这样，建议本文的因变量可以把领导力效能作为因变量的大框架（当然，此时本文的写作

就有必要从领导力释放引入话题），然后基于领导力有效性（以往研究）的角度将因变量抽

象出几个不同维度或层面，然后来架构系列研究。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依据您的建议，我们将领导力效能作为整个研究框架

的因变量，重新搭建本文的研究框架，并从领导力释放的角度入手探讨领导倾听如何激发领

导力效能，具体表现在如何影响领导者自身和其他作用对象（团队和员工）的心理或行为。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到的“领导力效能”这一概念，为我们整合整体研究框架提供了思路，

也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您在意见 4 中提到的问题。我们主要在“问题提出”、“研究构想”

和“理论构建”部分进行了修改，并对摘要和子研究 2 的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修改内

容已在文中用红色字体标出。以下是对我们修改思路的解释，希望能帮助您厘清我们的逻辑，

也希望能获得您的认可，再次感谢。 

元分析研究表明领导行为是领导力效能的重要预测因子（Judge & Piccolo, 2004; Judge, 

Piccolo, & Ilies, 2004）。本研究将倾听置于领导-员工二元互动情境中，明确了领导倾听的内

涵，并将其界定为一种领导行为。为了更好地验证这个在组织行为学领域中比较新的理论构

念，我们认为站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指导的角度全面理解领导倾听的影响结果、过程机制及发

生条件十分必要，也能更好地检验新构念的效标效度，并探讨倾听是否有助于领导者释放领

导力，进而提升领导力效能。当然，研究结论也可以为企业如何提升领导力进而增强组织效

能提供重要的实践启示。此外，梳理文献可知，倾听被证明是重要的领导技能（Avolio et al., 

2009），有助于培养领导力，激发积极领导风格（O’Toole & Bennis, 2009），但少有研究从行

为视角出发探讨领导倾听分别在领导、团队和员工三层次上如何激发领导力效能。基于这样

的考虑，我们把“领导倾听→领导力效能”作为探讨领导倾听多层次效应机制的主逻辑线条。 

领导力效能是一个多层次概念（Judge et al., 2004），Derue 等人（2011）从内容、层次

和对象三个方面对它进行了界定（如图 1 所示）：内容是指研究者从效能产出形式考察领导

的有效性，如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层次是指领导发挥作用的层面，包括个体、对偶、团队

和组织四个层面；对象是指有效性的评价指标是针对领导者而言，还是针对其他对象，如员

工和团队等。为了丰富研究层次，全面理解领导倾听如何发挥作用产生领导力效能，本研究

从领导力效能的评价对象出发，即评价指标针对领导者本身还是针对组织中的其他对象（团

队和员工），从而多角度地探讨领导倾听如何产生领导力效能。同时，考虑到吕鸿江等（2018）

指出，领导力效能既需要从个体和团队层面，又需要从主观与客观层面来进行综合评价，主

要包括工作态度和工作绩效两大类指标。工作态度是一种持久稳定的个体感受和行为倾向，

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反映人们的行为方式。工作绩效是人们在工作中所取得的成绩，

反映了领导者在不同层面上运用其领导方式影响员工实现组织目标的有效输出, 包括领导

者绩效、员工绩效、团队和组织绩效等客观测量指标。因此，结合以往研究中倾听作用结果

的现状与不足，我们探讨领导倾听对领导者层面的工作绩效、团队层面的追随行为及员工层

面的建言与沉默的影响机制，多层次多角度地衡量领导力效能，以期更全面地讨论领导倾听



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此外，学者们呼吁如果对某理论构念的研究只探讨其单一面，则会限

制人们对该构念的影响结果、过程机制及发生条件的全面理解（Alvesson & Sandberg, 2011）。

且基于文献梳理我们发现，倾听有时也会带来消极效应。因此，本研究采取一个积极与消极

影响并存的辩证研究范式，建立一个更系统的理论框架深入探索领导倾听在组织中的双面影

响，有助于更全面地评价领导力效能。 

 

图 1 领导力效能（Derue et al., 2011） 

 

目前已获得较多学者认同衡量领导力效能的指标主要有两个方面：绩效和员工心理与行

为（李超平，2006），因此，本研究把原文子研究 2 的结果变量“领导效能”修改为“领导

工作绩效”，这样结合子研究 3 和子研究 4 中的团队和员工行为（即团队追随行为；员工建

言/沉默），能够更全面地衡量领导力效能。原文中“领导效能”强调的是个人领导效能

（Individual leader effectiveness），是一种个人层面的、以领导者为中心的整体效能评估

（Derue et al., 2011），并不等同于我们这里的“领导力效能”。尽管如此，但也有学者认为

“领导效能”指领导者效能感（吕鸿江等，2021），强调的是领导者对领导他人的知识、技

能和能力的自信程度（Hannah et al., 2008）。所以为了研究内容更聚焦，我们修改为“领导

工作绩效”，一方面是考虑到绩效可以很好地衡量领导力效能，且以往研究探讨了领导倾听

对组织绩效和团队绩效的影响（Pery et al., 2020），很少考察对领导者自身工作绩效的影响。

吕鸿江等（2018）也指出，工作绩效是衡量领导力效能的客观测量指标。另一方面，我们认

为工作绩效更为具体，以小见大，从侧面展现领导者自身领导力释放给自己工作带来的影响，

可能体现为领导者在倾听员工信息之后通过自我反思提升绩效，也可能因为情绪耗竭而削弱

绩效。根据领导效能理论可知，在领导力培养过程中，领导行为所带来的领导力效能不仅可

以用来评估领导者领导行为的有效性程度，而且体现了员工或团队对领导者实施影响力并最

终实现共同目标的认可程度（吕鸿江等，2018；Cooper & Nirenberg, 2004）。绩效及员工心

理与行为已被多数学者视为衡量领导力效能的重要指标（李超平，2006）。因此，为了探讨

领导倾听对领导力效能的预测作用，本研究基于领导力效能的评价对象分别从领导者本人和

其他对象（即团队和员工）探讨领导倾听的多层次效应机制。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建议！ 

 

意见 4：领导倾听的效能研究（3.2-3.4）部分，本文提出了多个研究假设，但是理论框架性

相对不足。虽然本文尝试整合资源保存理论、认知-情感人格系统理论、领导距离理论和归

因理论，但多个理论的角度阐述模式假设弱化了研究的理论框架性，建议尝试考虑采用一个

理论框架来包括所有研究模型和变量。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建议，这对提升本文理论模型的系统性、逻辑统一性和

理论连贯性至关重要。确实如您所说多个理论视角阐述研究假设可能会弱化研究的理论框架

性，提供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能够使各个子研究之间的关联更为清晰。实际上，在论文构

思阶段，我们也在努力寻找一个系统性的思路、理论或视角去搭建整个研究框架。但是面对

管理实践和管理现象的复杂性，我们也希望从多个视角多个层次去展示领导倾听的有效性，

探讨其可能存在的影响效应，尽可能开展系统性专题研究。我们非常认可您所提倡的尝试采

用一个理论框架来包括所有研究模型和变量。非常感谢您在意见 3 中提出将“领导力效能”

作为因变量的大框架来架构系列研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可行的修改方向。但是，考虑

到领导力效能的层次和对象不同，不同层面会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同时，管理实践与管理

现象是复杂的，单一的理论框架可能会限制我们对于其效应机制的全面认识。我们查阅了《心

理科学进展》研究构想论文发现，也有学者运用全景研究范式从多理论多视角对某一主体开

展系统性专题研究以更全面地对组织中的复杂现象展开研究（如郭理等（2023）《高处不胜

寒？领导工作场所孤独感的多层次双刃剑效应》），也有研究整合多个理论视角去解释组织中

的复杂现象（如陈丝璐等（2024）《感激导向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驱动机制及其作用机理》）。

其实，在撰写自科基金时，本人及团队也在思考如何增强模型的整体理论性，我们查阅了许

多文献，并从《心理科学进展》研究构想栏目中获得了启示，借鉴了郭理等（2023）所使用

的全景研究范式去构建整个“多层效应机制”的理论框架。因此，为了辩证全面地理解领导

倾听的影响结果、过程机制及发生条件，我们采用了全景研究范式从多个理论视角解释领导

倾听的多层次效应机制，有助于从多方面思考提升领导力效能的实践启示。 

为了使研究更加完善，通过阅读和总结相关文献，我们慎重思考讨论发现，可以基于领

导效能理论视角来构建本文的研究框架，在探索领导倾听内涵的基础上系统考察领导倾听如

何产生领导力效能，主要从领导力效能评价对象的不同角度（Derue et al., 2011）以及衡量

指标的两个方面（李超平，2006；吕鸿江等，2018）搭建理论模型，从而全面地展示领导倾

听如何产生领导力效能。结合您给的建议，本研究修改的逻辑是：基于领导效能理论视角，

遵循“领导倾听→领导力效能”的逻辑主线，结合不同理论视角从领导者、团队和员工三个

层面以及工作态度和工作绩效两类指标系统洞察领导倾听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机制。我们尝

试从一个视角和一条逻辑主线更好地融合各个子研究的理论，希望既能提升研究模型的理论

性，也能保留全景研究范式的优点，尽可能站在理论发展与实践指导的角度推动领导倾听的

研究。具体修改内容已在文中用红色字体标出，主要涉及“研究构想”和“理论建构”部分。 

对于我们的修改逻辑，我们做出如下解释： 

我们仍然保留了全景式研究体系。McGrath（1982）认为尽管一项研究从指定问题、研

究设计到解释研究结果在逻辑上是方向性的，但它也是“系统循环的”。全景式组织行为研

究是一种理解组织中个人和群体行为的迭代方法，包括：(a)对有趣的组织现象的实地观察，

(b)对现象的原因进行理论化，(c)对理论进行实验测试，以及(d)进一步的实地观察，以增强

理解并激发额外的理论化（Chatman & Flynn, 2005）。这种研究范式常应用于一个研究项目

（program of research），可以提升理论模型的内部效度和外部效度。本研究构想基于全景研

究范式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多方法地验证领导倾听产生的领导力效能及影响效应机制。 

子研究 2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与认知-情感加工系统框架探讨领导倾听在领导者层面如何

产生领导力效能，具体表现为领导倾听对领导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领导者通过倾听可以从

员工那里获取信息资源，同时也会消耗领导者自身的精力和注意力等资源。认知-情感人格

系统理论框架指出个体会评估情境因素对自身资源的影响，在评估过程中激活个体的认知-

情感单元（Mischel & Shoda, 1995），即领导倾听会对领导者的认知资源和情感资源带来不同

影响。将这两个理论进行整合的理论框架已经运用的比较成熟，比如易明等（2021）基于此

研究框架探讨了下属绩效对领导授权行为的影响机制。本研究认为领导倾听通过认知反应和



情绪反应两天路径对领导者的工作绩效产生不同影响，有助于响应整合认知和情绪理论的研

究呼吁，从认知和情绪双重视角打开领导倾听与工作绩效之间的“黑箱”机制。这不仅弥补

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也解决了本项目最初提出的科学研究问题，并从领导者层面与工作绩效

指标方面探讨了领导倾听产生何种领导力效能。 

子研究 3 基于领导距离理论探讨领导倾听在团队层面如何产生领导力效能，具体表现为

领导倾听对团队追随行为的影响机制。基于领导距离理论，团队成员会依据与团队领导的距

离远近自觉形成一种简单的领导行为感知，团队成员会依据观察到的领导倾听展现出来的信

息猜测领导意图，进而影响自己的行为（Nevicka et al., 2018）。距离的远近程度会影响团队

成员对团队领导的领导原型判断，据此决定采取何种态度对待团队领导者，也会表现出相应

的行为。本研究基于领导距离理论，探讨领导可接近性的中介作用与团队权力距离的调节作

用，不仅弥补了以往研究层次的不足，而且从团队层面与团队行为指标方面考察了领导倾听

产生何种领导力效能，更好地验证了领导倾听行为的有效性。 

子研究 4 基于动机归因理论视角首先分析了领导倾听背后可能存在的行为动机，便于更

系统的理解领导倾听的内涵与分类，也有助于更全面地推进倾听在组织行为学领域的研究。

其次，为了进一步验证领导倾听的真伪性所带来的领导力效能如何，本研究又将其聚焦到在

不同动机归因之下领导倾听如何影响员工行为（建言/沉默）。员工在评价领导行为时，会依

据自己对领导行为的归因来判断领导行为表现出来的信息、能力等，对领导行为的不同态度

使其对自己后续的行为做出不同选择。这不仅从侧面反映领导行为所带来的领导力效能大小

与员工对其行为的归因和评价有关（张祥润等，2017），也便于从辩证的角度去理解领导倾

听与员工层面的领导力效能之间的关系。结合以往领导力效能的文献可知，当领导行为对员

工的工作态度和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往往表明领导力效能比较高（Yukl, 1989），领导者比较

成功地通过行为带领员工实现了组织目标。因此，本研究主要从员工层面和员工行为指标方

面揭示了领导倾听对领导力效能的影响，弥补了以往研究存在的不足，且更辩证地看待领导

倾听发挥的有效性如何。  

综上，子研究 2-4 主要是基于领导力效能视角，结合全景研究范式，从领导力效能评价

的三个对象（领导者、团队和员工）及工作绩效与工作行为两类指标出发，通过 3 个紧密相

连的研究，构建“领导倾听→领导力效能”的理论框架，多视角、多层次、多方法地探讨领

导倾听的效应机制，从而更好地弥补现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以期进一步推动领导倾听的研究，

并为领导力的培养提供一定参考。希望我们的解释能得到您的认可，如果您还有疑问或者有

其他修改建议，恳请您继续批评指正，我们一定会继续完善修改。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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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意见：沟通是人际互动的关键，是组织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也是组织管理研究的重

点内容。而倾听作为沟通有效性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

审稿人意见，本文进行了详细的修改，文稿质量得到了较大的提升，我认为其已经达到了期

刊发表要求。 

 

 

审稿人 2意见： 

非常高兴有机会审阅本篇研究构想《领导倾听内涵及其多层次效应机制研究》，作者想

要开发一个领导倾听的量表，并尝试从多理论视角探讨领导倾听的后续效应。看得出来作者

在之前几轮已针对其余审稿人的意见做出了努力修改。我还有一些意见仅供作者参考完善：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的细致审阅与宝贵建议！非常感谢您在耐心审阅之后，不仅指出了论文

的不足，还提出了详细而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和意见！希望修改后的论文能够很好地回应您提

出的问题。 

 

文献综述： 

意见 1：领导倾听的概念边界。作者提到“本研究将领导倾听界定为领导者对员工向上沟通

的一种主动性反应，是领导者为了促进工作沟通和实现组织目标，关注、理解和回应员工所

表达的信息并给予员工支持的一种领导行为”（3.1.1 部分）。由此很容易想到一些相近的领

导行为概念，例如，领导纳谏（voice endorsement）、领导反馈寻求（feedback seeking）。虽

然作者在前几轮已经强调了倾听的内涵，但是将领导倾听与 OB 领域这种相近的领导行为概

念进行区分是有必要的，有助于提升人们对领导倾听概念边界的认识。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于领导倾听的概念边界所提出的宝贵建议。在自然科学基金申报

书中我们将领导倾听与相关概念进行了辨析，但在将申报书精简为研究构想论文时，我们考

虑到已经对领导倾听内涵进行了详细界定，所以缩略了此部分内容。感谢您提出的这一宝贵

建议，通过深入思考，我们在修改稿中补充了领导倾听与相似概念的比较，以便更清晰地认

识领导倾听的概念边界，进一步凸显领导倾听研究的独特性和必要性。请参考修改稿正文

“2.1 倾听的内涵”部分第 4 页的内容，修改后的内容已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再次感谢

您的细致评审和宝贵建议。 

关于领导倾听与领导纳谏、领导反馈寻求的区别：如修改稿中正文 2.1 补充内容所示，

领导倾听与领导纳谏、领导反馈寻求主要在行为内容、行为方向和信息传递方向上存在差异。  

领导纳谏指的是领导者对员工建言的接受、认可和执行等支持性回应（韩翼等，2021；

Burris, 2012）。①从行为内容来看，领导纳谏针对的是员工建言、建议等，以员工为信息的

发起者并强调员工主动向上建言；②从行为方向来看，领导纳谏是从领导者视角反映员工自

下而上向领导进行信息传递的行为，纳谏的行为人是领导者，即自上而下对建言做出反应；

③从信息传递方向来看，信息是从员工传递给领导的，即自下而上，领导纳谏并非主动寻求

建言（吕鸿江等，2020）。 

领导反馈寻求指的是领导者积极主动寻求组织中有价值的信息以实现个体和组织目标

的一种主动性行为（张燕红，廖建桥，2014；Coutifaris & Grant, 2022）。领导者向员工寻求

反馈时显示了领导者对员工的兴趣，并赋予了员工一定的地位（Coutifaris & Grant, 2022）。

①从行为内容来看，领导反馈寻求希望获得的是有利于实现目标的信息，不限于员工表达的

与工作相关的信息，还包括专业技能信息、角色信息等（张燕红，廖建桥，2014）；②从行

为方向上看，领导反馈寻求可能是自上而下的从员工那里寻求反馈信息，也可能从上级和同



事那里获取反馈信息（Ashford & Tsui, 1991），这表明反馈源的多样性会带来行为的多向性，

领导反馈寻求的对象也不一定为员工；③从信息传递方向来看，信息传递也是多向的，因为

反馈源可能是员工、同事和上级。此外，领导反馈寻求的方式多样，可能直接观察员工行为，

也可能直接或间接询问。 

事实上，在撰写自科基金申报书时，对相关概念的梳理也启发我们对领导倾听的概念从

其“行为内容”、“行为方向”和“信息传递方向”进行探索性研究十分必要。本研究从事（信

息）和人（员工）两方面探索领导倾听的内涵，认为领导倾听是领导者对员工向上沟通的一

种主动性反应，是领导者为了促进工作沟通和实现组织目标，关注、理解和回应员工所表达

的信息并给予员工支持的一种领导行为。①在行为内容上，领导倾听所需加工的内容是员工

向上表达的信息内容（如建议、意见、观点和想法等）及内容背后的感觉或态度（Yip & Fisher, 

2022），不仅包括对信息的回应还包括对员工的支持；②在行为方向上，领导倾听强调员工

先向领导表达，领导随后对表达内容和表达者做出反应，倾听行为的实施者是领导；③在信

息传递方向上，是员工指向领导的“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方向。 

此外，遵循审稿专家的建议，我们将领导倾听与 OB 领域相近的领导行为概念进行了区

分，除了审稿专家提到的“领导纳谏”与“领导反馈寻求”，我们还增加了“领导支持”和

“领导被逆向指导”这两个相似概念。具体修改内容请查看修改稿“2.1 倾听的内涵”部分

第 4 页的内容，已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再次感谢您的细致评审和宝贵建议。 

 

意见 2：作者总结到：“Lloyd 等人（2015）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将感知上级倾听作为一个工

作事件，不仅可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情感，并进一步增加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或降低员工离职，

也可能引发员工的消极情感，进而减少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或增加员工离职意向。” 我简

要阅读了这篇文章，结果如下所示。此篇文章中是领导倾听减弱了员工的负面情感，进而减

少了员工的离职意愿。请再次检查您正文的相关描述，确保文献综述的准确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我们仔细阅读了 Lloyd 等人（2015）的这篇论文，确

实如您所说我们之前的表述存在错误，这篇论文主要强调积极情感在上级倾听与组织公民行

为和离职意愿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消极情感在离职意愿和情绪耗竭之间具有中介作用。感知

到高质量的倾听会增强积极情感或削弱消极情感，进而带来积极工作结果，既表明高质量倾

听的积极作用，也证明了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这两种不同的中介机制。根据这篇论文的研究

结论，我们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从而保证文献综述的正确性。修改后的内容为：Lloyd

等人（2015）基于情感事件理论将感知上级倾听作为一个工作事件，不仅可能激发员工的积

极情感，并进一步增加员工的组织公民行为或降低员工离职意愿，也可能减弱员工的消极情

感，进而减少员工离职意愿或情绪耗竭。请参考修改稿正文第 7 页，修改后的内容已在文中

用蓝色字体标出。再次感谢您的细致评审和宝贵建议。 

 



意见 3：研究述评部分。继续阅读 Lloyd 等人在倾听这块的工作，我发现 Lloyd et al. (2013) 已

经开发了适用于领导-下属情境的倾听量表，那么作者新量表的重大贡献在哪儿？建议在此

述评部分，通过与 Lloyd 等人在量表开发这块的工作进行对比，从而进一步突出自己的贡献。

更多反馈请见我在研究构想提出的第 2 点。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和问题。遵循您的建议，我们在研究述评的第一点中对

开发领导倾听量表的理由进行了补充（请查看修改稿第 7 页，已用蓝色字体标出），希望通

过与 Lloyd 等人量表的对比凸显出本研究开发领导倾听量表的必要性，以突出本研究的贡

献。此外，结合您在研究构想部分提出的第 2 点意见，我们在“3.1.1 领导倾听的内涵与测

量”（请查看修改稿第 10-11 页，已用蓝色字体标出）中增加了已有测量工具的梳理和评述，

从而更全面地展示开发量表的必要性。为了保证论文整体逻辑顺畅，论述开发量表的必要性

和理由，我们将更多的论述放置于“3.1.1 领导倾听的内涵与测量”，以使内容更全面，并与

前文研究述评的内容呼应。您的问题和意见帮助我们进一步凸显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

值，再次感谢您的专业见解和付出。 

通过对倾听量表的梳理，我们对开发领导倾听量表的必要性做出如下解释： 

以往研究主要采用量表测量法、实验操纵法和行为客观编码法来测量倾听（Kluger, & 

Itzchakov, 2022），这些测量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测量领导倾听，只有个别测量量表被用来测

量主管倾听，但实验操纵法和行为客观编码法并未在领导-员工情境中得到验证。因此有必

要寻求新的测量方法，开发基于中国情境下的领导倾听测量量表。 

首先，尽管有个别测量量表被用于测量领导-员工情境中的主管倾听，但对于领导倾听

的概念界定与本研究具有明显差异，因而缺乏测量的可信度。例如，Lloyd 等（2015a）依

据 Lloyd 等（2013）将倾听概念化为对倾听质量的主观感知，借用 Lloyd 等（2013）开发的

测量量表。Lloyd 等（2015b）将倾听概念化为对倾听质量的主观感知，而非任何特定的行

为，采用的是“Measure of Perceived Listening Quality”。Lloyd 等（2015b）在局限性中提到

感知倾听质量的测量与响应性的测量在概念上有相当大的重叠，且 Bodie 等（2012）认为感

知倾听质量和响应性只是倾听的某一维度。Lloyd 等（2017）借鉴 Rogers（1951, 1975）共

情倾听的定义（即一种欣赏和非评判的感知和回应个体的方式），并采用积极共情倾听量表

（AELS）来测量主管的倾听行为，且这里测量的是对倾听质量的主观感知（subjective 

perception of listening quality）。因此，我们认为现有用来测量领导倾听的量表与本研究领导

倾听的内涵并不相符，尤其 Lloyd 等人的研究更多是测量感知倾听的质量，并未强调领导倾

听是一种行为。 

其次，现有测量量表并非都适用于我们探讨的领导-员工情境，情境适用性有待斟酌。

例如，Castro 等（2018）将营销情境中用于测量销售员倾听的测量量表（Ramsey & Sohi, 1997）

用于测量领导倾听，欠缺情境适用性的考虑，因而量表的效度值得怀疑。此外，Lipetz 等

（2020）认为倾听是一个整体和统一的体验，试图从 laypeople 的角度开发倾听的测量量表，

并从四个情境（general, romantic, colleague-to-colleague, manager-subordinate）展开。Lipetz

等（2020）明确表示倾听作为一种二元体验，每个二元情境都是独特的，因而其开发的感知

工作中倾听的量表并不完全适用特定的领导-员工二元情境。 

最后，Lloyd 等人开发的量表能否适用于中国情境仍需进一步探讨。Lloyd 等（2017）

指出其研究样本由德国员工组成，限制了其他文化的普遍性。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检验不

同文化和特定行业的倾听效果。本研究将基于中国情境，开展本土化的领导力研究，直接引

用西方情境下开发的倾听量表，极有可能忽视中国文化背景下领导倾听的特定内涵和行为表

现，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缺乏足够的保证。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文化传统、政治制度、

法律环境以及经济制度均有所不同，这都使得中国情境下的领导行为特征和行为表现存在其

独特性（曹仰锋等，2011）。因此，开发本土化的领导倾听测量量表对于推进中国情境下的



领导倾听的实证研究是极其必要的。 

综上，在内涵上，Lloyd 等（2013）开发的适用于领导-下属情境的倾听量表所强调的内

容是感知倾听质量，与本研究所探讨的领导倾听的内涵不一致，因此，如果直接借用此量表

去测量本研究的领导倾听，可能缺乏可信度和内容效度。在情境适用上，Lipetz 等（2020）

开发的量表以及 Castro 等（2018）改编的量表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领导-员工二元情境。在

文化适用性上，以往的主管倾听量表基于西方文化情境，因此能否适用于中国情境仍需进一

步探讨。因此，我们将从本研究所提出的领导倾听的内涵出发，采用演绎法和归纳法相结合

的方法来开发更加科学的本土化领导倾听量表，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研究构想： 

意见 1：图 1 的展示是否可以更加简洁明了？如果不阅读文章文字内容，我难以看出领导倾

听是自变量，因为作者将主动性动机和员工反应都框在了构念测量里面。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图 1 这样展示的初衷是：想在一个框里把研究 1

的内容全部展示出来。不过，细看的话，如果不阅读文字内容，的确存在您提出的这个问题。

为了更加简洁明了，突出“领导倾听”，我们在文中对图 1 进行了修改，请您审阅。修改思

路是：①把“领导倾听”所在框用蓝色凸显出来，体现其核心地位；②改变引出研究 2-4 箭

头的始点，把始点改为从“领导倾听”的框出发，而不是从研究 1 的大框出发。下图为修改

稿中的图 1，请您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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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本研究的整体研究框架（修改稿 p.9） 

 

意见 2：当前文献中存在可用的领导倾听量表，如 Lloyd et al. (2013)。如果作者真的认为有

必要开发一个新的量表，应该要在研究 1 中提出开发量表的必要性，以及该量表与其他已有

领导倾听量表的区别，以及和其他相近概念做区分，如作者认为领导倾听的第二维度包含了

支持员工的意思，那是否应该将领导倾听与情感支持和工作支持做区分。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遵循您的建议，结合您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出的第 3



点意见，我们在“3.1.1 领导倾听的内涵与测量”（请查看修改稿第 10-11 页，已用蓝色字体

标出）中增加了已有测量工具的梳理和评述，从而更全面地展示开发量表的必要性，并阐明

了该量表与其他已有领导倾听量表的区别。关于开发量表理由的解释，请您再次查看前面有

关“文献综述部分第 3 点意见”的回复。 

此外，关于您提到的“和其他相近概念做区分，如作者认为领导倾听的第二维度包含了

支持员工的意思，那是否应该将领导倾听与情感支持和工作支持做区分”，我们做出如下回

应和解释： 

首先，遵循您的建议，我们已经在文献综述部分增加了领导倾听与四个相近概念的比较，

不仅可以帮助明确领导倾听的概念边界，而且可以细化领导倾听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为验证

领导倾听与相关概念的区分效度提供证据。因此，我们并没有在研究 1 中赘述此内容。当然，

我们明白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让我们更全面地思考领导倾听能否成为一个独立构念，也启

示我们在开发量表时要对其结构效度、区分效度等进行有效验证。Kluger 和 Itzchakov（2022）

明确指出现有倾听测量量表的区分效度尚未确定。所以为了保证新开发的量表具有高区分效

度，我们需要借助相近概念（如领导纳谏、领导支持）进行区分效度检验。但考虑到这是一

篇研究构想的论文，且这里只涉及研究 1 的内容，所以我们仅强调有必要与相近概念做区分，

并未在此过多赘述其与相关概念的区别（与相关概念的比较可以查阅文献综述部分）。并且，

查阅《心理科学进展》上涉及量表开发的研究构想论文（如，李育辉，杨晨露，2024；谢宝

国等，2023），我们发现并未有研究特地将区分效度所要选取的变量做出详细介绍。所以综

合考虑，我们在研究 1 中仅增加了可以用于区分效度检验的相关概念。在后续量表开发的研

究过程中，我们会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充分考虑领导倾听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在产生测量题

项库时，会邀请领域内的专家对测量题项的内容效度做出检验；在进行量表的预测试和验证

时，会把相近概念的测量题项置于问卷中，利用问卷数据对领导倾听量表的信效度进行检验。 

对于您提到的与情感支持和工作支持的区别，我们做出如下解释： 

梳理文献我们发现，“情感支持”和“工作支持”经常出现在工作家庭领域的研究中。

一方面，工作支持是工作-家庭支持的一个方面，工作支持指员工从工作领域获得的指向家

庭领域的支持，家庭支持则指员工从家庭领域获得的指向工作领域的支持（李永鑫，赵娜，

2009）。工作-家庭支持包括组织支持、领导支持、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四个维度，组织支

持和领导支持主要指来自于工作领域的支持，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则主要指来自于家庭领

域的支持（李永鑫，赵娜， 2009）。王永丽等（2012）认为情感支持是家庭领域给予员工工

作家庭支持的一种具体形式，是指当员工工作上出现困难时，家人通过谈心与交流给予员工

精神上的鼓励和安慰。所以，在工作家庭领域的研究中，工作支持主要包括组织支持和领导

支持，情感支持主要是来自家庭领域的支持。另一方面，工作支持是社会支持的一个方面

（Ducharme & Martin, 2000），包括上司支持、同事支持、组织政策支持等（张莉等，2016）。

工作支持是指领导和同事关心员工、帮助员工完成工作任务的频率，包括情感支持和工具支

持两个方面（Ducharme & Martin, 2000）。情感支持主要是安慰性的动作或语言，用于缓解

负面的情绪；工具支持涉及具体的建议以及资源的供给（Ducharme & Martin, 2000）。所以，

工作支持涉及不同主体（上司、同事、组织等）所给予的工作任务上的帮助与关心，情感支

持主要涉及传递表达关怀的情感信息（Nambisan & Baron, 2010），如信任、关怀、安慰等

（Cutrona & Russell, 1990）。 

领导者在理解信息时要注意两个相关目标的重要性：①准确性（Accuracy），即领导者

要正确理解员工表达的信息内容；②支持（Support），即领导者通过感知员工表达信息背后

的态度而对员工表现出关心和支持。所以，当员工向领导者表达时，领导者不仅能接受到信

息，而且要理解信息，并对表达者做出支持，从而实现高质量倾听或有效倾听（Yip & Fisher, 

2022），这样的领导倾听在工作沟通中才能展现更多积极效果。本研究中领导倾听的第二个



维度支持员工指的是领导者在倾听员工表达的工作信息后对员工给予的情感支持、尊重支持

和关心。这里的“支持”既包括对工作提供的支持（可能表现为工作指导、提供工作资源等），

也包括情感支持（可能表现为精神支持、关怀等）（Itzchakov & Weinstein, 2021；Pederson et 

al., 2020）。在之后的量表开发过程中我们会充分考虑这些相近概念，尽可能地保证领导倾听

量表具有较高信效度。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希望我们的回答和解释能得到您

的认可。如果您觉得仍然存在不足或有其他建议，恳请您继续批评指正，我们一定会继续完

善修改。非常感谢！ 

 

意见 3：图 2 是领导纳谏诺莫网络示意图，还是领导倾听诺莫网络示意图？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人细致的评审。这里是我们书写失误，图 2 应该为：领导倾听诺莫网络

示意图，我们已在文中修改，并用蓝色字体标出，请您审阅。 

 

意见 4：关于诺莫网络。作者想通过诺莫网络检验领导倾听的构念效度。虽然作者提到了主

动性动机过程与 can do, reason to, energized to 的框架，但尚不清楚为什么选择注意力、时间

压力和正念的对领导倾听的激发作用。即，注意力、时间压力和正念是否是代表性的 3 个构

念。尤其是时间压力：作者将其划归为应做，但是论述逻辑是减弱领导倾听，略难理解。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一问题。您的问题让我们对诺莫网络效度检验的理论框架

有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和理解。通过阅读相关文献，我们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细致修改，具体

体现在“3.1.2 领导倾听的诺莫网络”部分。具体修改内容请见修改稿正文第 11-12 页，已

用蓝色字体标出。 

首先，对于您提到的“虽然作者提到了主动性动机过程与 can do, reason to, energized to

的框架，但尚不清楚为什么选择注意力、时间压力和正念的对领导倾听的激发作用”，我们

做出如下解释： 

Parker 等（2010）提出了主动性激励动机模型（A Model of Proactive Motivation）以研

究影响主动行为的内在机制。该理论认为，主动行为是被激励的、有意识的而且是目标导向

的，所以将主动行为作为一种由目标驱使的过程（Goal-driven process）。并认为目标的达成

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目标产生（Goal generation），即个体对未来状态或者结果

产生期望，并制定完成目标策略；第二个阶段是目标努力（Goal striving），即个体每一天通

过监测和改变自己行为以达成他们设定的目标。主动行为激励路径与目标、行动路径是很接

近的，也主要是通过“能做”（Can do）、“应做”（Reason to）、“愿做”（Energized to）这三

条激励路径来产生作用。其中，“Can Do Motivation”包括自我效能感感知（我能够做成这

个事情吗？）、控制评价和归因（如，这个事情的可行性怎么样？）以及行动的感知成本（如，

需要承担多大的风险）；“Reason To Motivation”认为当目标是通过一些外部规则强加或规定

的，就已经有了实现目标的理由——这是预期的或必要的，探询的是个体为什么采取这个行

动或效价（如，“我为什么要行动？”，“我想这样做吗？”）；“Energized To Motivation”强调

有动力去做，包括被激活的积极情感，是影响目标产生和努力实现一系列积极目标的关键直

接影响途径。Parker 等（2010）认为“Can Do Motivation”和“Reason To Motivation”通常

被称为“冷（cold）”动机状态，“Energized To Motivation”通常被称为“热（hot）”动机状

态，两种动机状态都会影响个体的主动行为。因此，我们基于主动性动机模型来构建诺莫网

络以检验领导倾听的构念效度。 

此外，构建诺莫网络（nomological network）是为了检验领导倾听的构念效度，从而借

助与其他相关构念之间的关系获取外部证据，探究领导倾听的构念特征。诺莫网络的构建需

要选取理论上与核心概念（领导倾听）具有较高相关性的变量作为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赵

晨， 高中华，2017）。因此，在选取三个能够代表“能做”（Can do）、“应做”（Reason to）、



“愿做”（Energized to）这三条路径的变量时，我们不仅考虑了所选变量本身的内涵，还需

结合领导倾听的前因研究现状，从而在主动性动机模型的理论框架之下选取与领导倾听具有

高相关性的变量。 

（1）领导者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当领导者能注意到员工表达的观点和想法时，

才会做出评估并采取下一步行动（Dutton & Ashford, 1993; Sharek et al., 2010）。此外，个体

加工信息需要消耗的成本是注意力资源，信息的丰富会造成注意力匮乏（李爱梅等，2021；

Simon, 1971）。面对员工表达的海量信息，领导者需要消耗注意力资源，这是其有没有足够

能力去选择和加工员工所表达的大量信息所需付出的行动成本。“Can Do Motivation”表明

个体能不能实施某种行为，有没有能力、资源、感知的成本等。领导者注意力的支配意味着

资源支配，当注意力资源越丰富，越能够充分倾听员工表达的信息。结合以往研究结论，注

意力资源已被认为是进行良好倾听的重要前因，即当领导具有足够的注意力资源时，更愿意

专注倾听（Castro et al., 2018; Kluger & Itzchakov, 2022）。因此，我们认为领导者的注意力越

充沛越有能力去倾听，故用“注意力”代表“Can Do Motivation”。 

（2）时间压力是指时间限制或最终期限引发的压力感知，会给个体认知和行为带来影

响（De Dreu, 2003）。李爱梅等（2015）认为时间压力作为一种挑战性压力源，具有双刃剑

效应，既会产生消极影响（如消耗个体身心资源），又会带来积极作用（如提升个体动机）。

一方面，从消极影响来看，低时间压力使得领导感到时间充裕，承受的认知负荷较低，思考

动机强烈，愿意对信息进行充分判断（韩翼等，2021）。有研究表明，时间压力往往使得注

意力受限、观点采择能力下降，从而会抑制领导倾听（Van Quaquebeke & Felps, 2018）。因

此，时间压力越小越有利于促进领导倾听。另一方面，从积极作用来看，高时间压力使领导

者在完成工作任务时感到时间匮乏，倾向于采用启发式策略，缺乏思考的动机，不愿意主动

搜索信息，进而更加依赖于倾听员工表达的工作信息去做决策（孙佚思，段锦云，2019）。

并且，当领导者感到时间不充裕时，其自信心会降低，更愿意听取他人的想法（孙佚思，段

锦云，2019；Van Swol, 2011）。因而时间压力越大反而会促进倾听。因此，我们发现用时间

压力去代表“Reason To Motivation”确实欠妥，既不能很明确地从以往研究中推断出时间压

力与领导倾听的逻辑关系，也难以完全表明有时间压力就是要进行倾听的理由。当初我们在

思考这一变量时，确实忽略了深层次的内在关系，只简单地考虑到 Van Quaquebeke 和 Felps

（2018）对于时间压力与倾听的关系研究。再次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这一问题，让我们对这

一变量的选取有了更进一步的思考。 

为了搭建诺莫网络，我们通过阅读相关文献，再次梳理领导倾听的前因研究，决定用“变

革氛围感知”这一变量去表征“Reason To Motivation”。变革氛围感知指的是组织成员感知

到的组织期待、推动、实施变革的内部环境特征（Bouckenooghe et al., 2009)。“Reason To 

Motivation”认为当目标是通过一些外部规则强加或规定的，就已经有了实现目标的理由—

—这是预期的或必要的，探询的是个体为什么采取这个行动或效价（如，“我为什么要行

动？”，“我想这样做吗？”）。因此，当领导者感知到浓厚的变革氛围时，会意识到组织想要

求新求变、实施变革以促进组织发展的目标。建言、向上表达等的研究已经表明员工的建设

性建议和想法对组织变革与发展具有积极作用（魏昕，张志学，2014；Liu et al., 2010）。因

而，一旦领导者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便有理由去倾听员工表达的相关信息以更好地推动组

织变革发展。此外，已有研究表明领导者的变革氛围感知会正向影响领导者倾听或采纳员工

建议与想法（韩翼等，2021）。因此，我们认为领导者的变革氛围感知越强烈越有理由去倾

听，故用“变革氛围感知”代表“Reason To Motivation”。我们已在修改稿中对相关内容进

行修改，并用蓝色字体标出。请您审阅。 

（3）领导正念指的是领导者通过注意力的自我调节专注当下，并以一种好奇、开放的

心态增加对当前事件觉察的过程（Bishop et al., 2004）。领导正念对自身的认知、情绪和行为



有重要的重塑作用（刘贝妮，张志学，2023）。已有研究表明，正念的领导对工作相关事项

持开放沟通的态度（Burmansah et al., 2020），拥有更高水平的信息处理能力（Lippincott, 

2018）。元分析结果表明，正念往往给个体带来积极情绪（Giluk, 2009）。“Energized To 

Motivation”强调有动力去做，包括被激活的积极情感，意味着个体有没有激情和精力去实

施行动。Frizzell 等人（2016）认为领导正念会促进工作场所的高质量倾听和沟通。Jones 等

人（2019）的研究也表明正念可以帮助个体调节消极情绪并防止过度投入，因而促进倾听。

因此，我们认为领导者的正念越高，越具有较强的认知灵活性和积极情绪，更有动力去实施

倾听行为，故用“正念”代表“Energized To Motivation”。 

    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解释能得到您的认可。我们对原文中的内容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和

修改，详细内容请查看修改稿第 11-12 页，已用蓝色字体标出。 

其次，对于您提到的“尤其是时间压力：作者将其划归为应做，但是论述逻辑是减弱领

导倾听，略难理解”，我们经过思考发现确实存在您所提出的问题。因此，我们认真阅读了

相关文献，对领导倾听前因的研究现状进行了细致梳理，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具体解

释请看前面对“尚不清楚为什么选择注意力、时间压力和正念的对领导倾听的激发作用”这

一问题回复中的时间压力部分。 

 

意见 5：建言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可以成为并列的中介。个人认为，

领导愿意倾听我的想法，这可以提升我的心理安全感，从而让我感到“我建言必定有效果”

的能量感，即提升我的建言效能感。这样来说，心理安全感和建言效能感是否存在先后关系。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问题。对于本研究为什么将建言效能感和心理安

全感作为并列中介，我们做出如下解释： 

建言效能感是指员工对于能否有效承担建言角色、并对建言行为取得良好效果的预期，

是自我效能感在建言情境中的具体化（Kish-Gephart et al., 2009；段锦云，魏秋江，2012）。

心理安全感是指员工认为在表现和展示真实自我时，其自我形象、地位和职业生涯不会遭受

负面的后果与打击的认知（凌斌等，2010）。建言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已被证明是影响员工

建言和沉默的重要认知因素，（段锦云，2012）。子研究 4 基于领导过程归因理论，深入探究

员工对领导倾听动机的归因类型（领导真诚倾听/领导虚伪倾听）是否会对领导倾听与员工

建言/沉默的关系带来不同影响，并揭示了两种内在心理机制（建言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

事实上，我们构建了一个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试图探讨在积极/消极动机归因视角下，

建言效能感/心理安全感所发挥的中介作用如何影响员工建言/沉默。不同于之前的建言/沉默

研究，我们的核心在于探讨不同归因视角下领导倾听在员工层面产生何种领导力效能，所以

我们选择了研究比较成熟的建言行为和沉默行为作为结果变量，据此讨论倾听者（领导）倾

听行为与说话者（员工）表达行为背后的心理机制。在以往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我们选择了

两个重要且关键的心理机制：其一，能力评估，员工感知到自己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

点等，这可以让员工对自己顺利完成建言充满信心；其二，风险评估，员工会对建言风险性

做出评估，当具有高心理安全感时才有意愿继续表达。 

段锦云（2012）认为在认知特征上，建言效能感会促使员工建言，心理安全感会促进建

言且抑制沉默。心理安全感是员工沉默研究中认知层面的一大重要影响因素。员工选择保持

沉默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对建言所带来的影响有负面的预期（Kish-Gephart et al., 2009; 段锦

云，2012）。Sherf 等（2021）研究发现心理安全感与员工沉默的关系比其与员工建言的关系

更强，即相对而言，心理安全感是抑制沉默的更有效因素。此外，特定领域的效能知觉与行

为具有更紧密的联系，也更有针对性（段锦云，魏秋江，2012）。因此，建言效能感作为个

人对于能否取得建言成果的信念，直接指向员工建言行为，可能对建言行为的影响效应强于

沉默行为。这些观点在不同的研究样本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我们将建言效能感和心理



安全感作为领导倾听与员工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一方面，不仅可以揭示领导倾听影响员工

建言/沉默的内在心理机制，也能继续验证和拓展以往关于建言/沉默前因的研究结果；另一

方面，更重要的是揭示在不同动机归因视角（领导真诚倾听/虚伪倾听）下建言效能感和心

理安全感如何发挥作用，带来不同效果。因此，将建言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作为并列中介，

判断在不同归因之下，员工在相同心理机制之下是更愿意建言还是更加沉默有重要理论意

义，也是对已有研究结论的验证和拓展。 

此外，领导过程归因理论强调，领导和员工的沟通是一个互相归因的过程，员工会对领

导行为进行心理上的认知与归因，进而影响员工产生不同的心理状态并做出不同的行为，最

终决定领导行为的结果（Martinko & Gardner, 1987; Martinko et al., 2007）。根据领导过程归

因理论的逻辑，员工对于领导行为的心理归因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我们选择两种不

同的心理状态（建言效能感和和心理安全感），分析在哪种心理状态下实施建言/沉默行为的

意愿更强，并探讨领导倾听在员工积极归因情况下会选择“建言”还是“沉默”，在员工消

极归因下又会做出何种选择。感谢审稿专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在未来研究中，我们

可以继续思考链式中介，考察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先后顺序。但在本研究中，结合研究目的和

理论基础，我们认为探讨两种并列的中介机制相对更为合理，希望我们的解释能得到您的认

可。再次感谢您的宝贵建议，拓展了我们未来研究的思路，对我们有很大启发。 

 

文章流畅度： 

意见 1：P1 摘要：“事实上，作为一种领导行为，领导倾听不仅会对领导者自身产生影响，

而且会给团队及其下属带来影响。且元分析研究表明领导力效能是检验领导行为有效性的重

要指标。”这里有两个且，是要用逗号连起来，还是句号隔开。建议可以重新调整。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细致的评审和宝贵建议。这两句话主要想表达领导力效能可以检验

领导行为的有效性，并且领导力效能可以体现在对自身、团队和下属三个方面，在表达上确

如您所说不够流畅。因此，经过反复阅读和思考，结合您的建议，我们将两句话用逗号连起

来，并在后半句添加了“更是”加以强调，从而让逻辑更加顺畅。修改后为：事实上，作为

一种领导行为，领导倾听不仅会对领导者自身产生影响，而且会给团队及其下属带来影响，

且元分析研究更是表明领导力效能是检验领导行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再次感谢您的细致评

审和宝贵建议。 

 

意见 2：“领导力效能的评价对象（领导者、团队、员工）出发”。这个领导者指的是释放

领导力的领导者本人，还是领导者的上级？在没有读到下文的时候，我可能会有点疑惑。建

议在第一次出现领导者时强调是领导者本人，而不是他/她的上级。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专业建议。为了避免引起歧义，我们在文中进行了说明，强调“领

导者指的是释放领导力的领导者本人”。同时，考虑到“领导力效能的评价对象（领导者、

团队、员工）出发”中已使用括号去解释“评价对象”的具体内容，为了保证排版整洁，所

以我们采取脚注的方式对“领导者”进行了解释，已在修改稿中用蓝色字体标出，请您审阅。 

 

意见 3：“但领导-下属关系的相关研究可能过分强调了自信沟通（Billing & Alvesson, 2000），

忽略了领导倾听的作用（Lloyd et al., 2015）。”这里的自信沟通强调的是领导自信沟通，还

是下属自信沟通，还是两者都有。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问题。仔细阅读所参考的文献，我们认为这里的自信沟通强

调的是下属自信沟通。建言（voice, speak out, speak up 等）的相关研究强调了员工表达在上

下级沟通中的重要性，但忽略了员工可能还会根据他们是否觉得领导在认真倾听来做出反应

（Lloyd et al., 2015）。事实上，只有员工表达的想法或信息进入领导者的考虑范围之内，主



动表达的益处才能得以发挥（Dutton & Ashford, 1993）。尽管员工与领导的沟通过程给予了

员工发言的机会，但这并不意味着领导一定会倾听或接受员工提出的所有意见、建议、想法

或问题等。早期的相关研究大多默认下属的建设性建议领导一定会接受，进而凸显建言在组

织中所带来的积极作用。随着研究的推进，学界开始关注建言是否被采纳（建言反应、纳谏、

纳言、建议采纳等）（魏昕，张志学，2014；韩翼等，2020；Burris, 2012）、员工感知建言效

能和建言风险的问题（Morrison, 2011, 2014），但遗憾的是仍然忽略了领导倾听的作用。因

此，在强调建言重要作用的研究中，对上下级关系的研究可能过分强调了下属的自信沟通，

忽略了领导倾听的重要作用（Lloyd et al., 2015）。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这句话的内容，我们在

修改稿中对这句话进行了修改，强调下属自信沟通，具体修改内容已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

请您审阅。 

 

意见 4：“对于倾听尚未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Schroeder, 2016）”，是否可以改为“倾

听尚未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Schroeder, 2016）”或者其他一句话？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按照您的建议，我们已在修改稿中将原来的表达修改

为：倾听尚未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Schroeder, 2016）。请参考修改稿正文第 2 页，具体

修改内容已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 

 

意见 5：“①倾听者不可观察的行为（如理解）会影响②倾听者可观察的行为（如眼神交流），

这又反过来显示了③对表达者的感知和评价。”这句话中，显示代表什么意思？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提出的问题。这句话是为了阐明 Kluger 和 Itzchakov（2022）提出

的倾听不仅包含了倾听的三个方面（即不可观察的行为；可观察的行为；感知和评价。）而

且阐明了三个方面之间的逻辑关系，在文中添加“①②③”的初衷是想在一句话中既明确指

出倾听的三个方面又凸显其内在逻辑链。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仔细思考之后，认为可

以删除“①②③”，删除之后并不会影响 Kluger 和 Itzchakov（2022）所要表达的倾听的核心

内容。即，修改之后为：Kluger 和 Itzchakov（2022）从二元视角出发，认为倾听包含三个

因果相关的构念：倾听者不可观察的行为（如理解）会影响倾听者可观察的行为（如眼神交

流），这又反过来显示了对表达者的感知和评价。请参考修改稿正文第 4 页，修改后的内容

已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 

 

意见 6：参考引用存在不规范的问题。例如（Tyler 2011）缺少逗号，（Owens, et al., 2013）

应该删除第一个逗号。请全文检查类似问题。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细致的评审和宝贵建议。我们已在修改稿中对“（Tyler 2011）和

（Owens, et al., 2013）”进行了修改，修改后分别为“（Tyler, 2011）和（Owens et al., 2013）”，

并检查了全文。再次感谢您的认真评审。 

 

意见 7：“倾听和询问已被理论研究证明是领导有效性的重要前因”。您的文章主要聚焦于

倾听，这里的询问或许可以弱化或删除。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已在文中删除了“询问”，着重强调倾听。请参

考修改稿正文第 6 页，修改后的内容已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再次感谢您的建议。 

 

意见 8：在诸如“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发现，当员工感知上级倾听时，可以从上司那里获得情

感支持，这不仅会提升个人幸福感，而且会使其愿意通过实际行动回报上司和组织，如实施

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等陈述中，我看到作者习惯在一个句子中用不同的名字指代同一个

人，如这里的员工和个人其实指的都是员工。但我个人认为，这可能会引起一些阅读上的困



难/歧义。请作者考虑是否调整。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细致的评审和宝贵建议。为了保证语义表达的准确性，增强可读性，

我们对这句话进行了修改，统一主语，修改后为：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发现，当员工感知上级

倾听时，可以从上司那里获得情感支持，这不仅会提升员工幸福感，而且会使其愿意通过实

际行动回报上司和组织，如实施更多的组织公民行为。请参考修改稿正文第 6 页，修改后的

内容已在文中用蓝色字体标出。同时，我们仔细阅读了全文，修改了类似的表达错误。再次

感谢您的建议。 

 

意见 9：命题 4-2 “心里安全感”存在错别字。请再全文检查。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细致的评审。我们在文中对命题 4-2 进行了修改，修改后为：心理

安全感。同时，我们仔细检查了全文，已修改了其他错别字，并用蓝色字体标出。再次感谢

您的认真评审。 

 

其他： 

意见 1：模型中有调节变量，那么这应该不仅仅是研究领导倾听的影响机制了，题目是否可

以改为“领导倾听内涵及其多层次效应研究”，以及文章对应部分是否应该做出相应修改。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于题目的宝贵建议。确实如您所说，本文不仅探讨了领导倾听的

影响机制，还探讨了调节效应。为了使题目更全面地概括全文内容，遵循您的专业建议，我

们将题目修改为：领导倾听内涵及其多层次效应研究。此外，我们修改了对应部分的表达（如

英文题目、图 1 等内容），在修改稿中均已用蓝色字体标出，请您审阅。 

 

意见 2：文章错别字再检查一下，比如研究构想部分的论述：“…并构念诺莫网络（Nomological 

Network）以检验领导倾听的构念效度”。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如此细致的阅读和修改建议。我们已将这句话修改为：“…并构建诺莫

网络（Nomological Network）以检验领导倾听的构念效度”。此外，我们仔细阅读了全文，

修改了其他错别字，并已用蓝色字体标出。再次感谢专家细致的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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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轮 

 

审稿人 2意见：作者已经恰当地解决了此前我提出来的问题，关于摘要部分有一个阅读流畅

度的意见，仅供参考： 

事实上，作为一种领导行为，领导倾听不仅会对领导者自身产生影响，而且会给团队及

其下属带来影响，且元分析研究更是表明领导力效能是检验领导行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因

此，本研究基于二元互动情境，从沟通信息和支持员工两方面对领导倾听的内涵进行探索性

研究，并从领导力效能的评价对象（领导者、团队、员工）出发，结合多层次、多理论、多

研究方法的全景研究范式逐步揭示领导倾听对不同对象的不同效应、黑箱机制及边界条件。 

以上段落中，“…且元分析研究更是表明领导力效能是检验领导行为有效性的重要指

标…”这句话读起来较为突兀，导致上下文不连贯。我理解之前有其余审稿人要作者强调为

何关注领导力效能，但是在摘要中引用元分析来辅证为什么关注领导力效能，有堆砌证据拼

凑的感觉，与主题不够贴切。请作者团队再仔细斟酌摘要的写法，让文章的内核逻辑能够顺

畅地展示给读者即可。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对上一轮修改的认可。对于您提出来摘要部分的阅读流畅度问题，

我们给予如下解释：确实如您所理解，我们加上这句话是想强调领导力效能。本文主要探讨

领导倾听分别在领导、团队和员工三个层次上如何激发领导力效能，“事实上，作为一种领

导行为，领导倾听不仅会对领导者自身产生影响，而且会给团队及其下属带来影响”这句话

已经表明了三个层次，而且在引言和研究构想部分也对“领导倾听→领导力效能”的逻辑进

行了详细解释： 

（1）引言部分：尽管现有研究表明倾听在提升领导力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鲜有研究系

统探讨领导倾听会在组织中产生怎样的领导力效能。领导力效能是检验领导者领导行为有效

性的重要指标（吕鸿江等，2018），可以从内容（Content）、层次（Level of Analysis）和评价

对象（Target of Evaluation）三方面进行界定（Derue et al., 2011）。本研究拟从领导力效能评

价对象的视角深入探讨领导倾听对领导者本身和其他对象（团队和员工）的多层次效应，不



仅有助于深刻认识领导倾听行为，而且能够帮助组织管理者有效运用倾听的积极作用。 

（2）研究构想部分：根据领导效能理论可知，在领导力培养过程中，领导行为所带来

的领导力效能不仅可以用来评估领导者领导行为的有效性程度，而且体现了员工或团队对领

导者实施影响力并最终实现共同目标的认可程度（吕鸿江等，2018；Cooper & Nirenberg, 

2004）。 

确实如您所说，摘要中仅用元分析来辅证确实不够有说服力，且显得累赘和突兀，给人

堆砌证据拼凑的感觉，与主题不够贴切，从而导致前后逻辑不连贯，也不利于读者理解。我

们反复阅读《心理科学进展》研究构想论文（比如，郭理等，2023；梁永奕等，2023；周空

等，2023），仔细解读论文摘要部分，总结撰写逻辑。因此，为了更好地将文章的内核逻辑

展示给读者，我们保留最初对这段话的表述，删掉“且元分析研究更是表明领导力效能是检

验领导行为有效性的重要指标”这句话，凸显出领导倾听可以从领导力效能评价的三个对象

上激发领导力效能，也体现了主题“多层次效应”。同时，我们也修改了英文摘要。再次感

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 

 

参考文献： 

郭理, 加锁锁, 李圭泉, 李蔓林. (2023). 高处不胜寒？领导工作场所孤独感的多层次双刃剑效应. 心理科学

进展, 31(4), 582-596. 

梁永奕, 邓佳音, 严鸣, 马捷, 李爱梅. (2023). 团队虚拟性的“双刃剑”效应——基于团队发展的视角. 心理

科学进展, 31(9), 1583-1594. 

吕鸿江, 张秋萍, 彭丽娟. (2020). 领导被下属“逆向指导”的权变机制——信息深加工和信任地位的作用. 

中国工业经济, (11), 174-192. 

周空, 周萱, 应雪晴. (2023). 从想法产生到想法执行：团队绩效薪酬对团队创新的影响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31(6), 944-957. 

Cooper, J. F., & Nirenberg, J. (2004).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In G. R. Goethals, G. J. Sorenson, & J. MacGregor 

Burns (Eds.), Encyclopedia of leadership (pp. 450-457), California: SAGE. 

Derue, D. S., Nahrgang, J. D., Wellman, N., & Humphrey, S. E. (2011). Trait and behavioral theories of leadership: 

An integration and meta-analytic test of their relative validity. Personnel Psychology, 64(1), 7-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编委意见：修后发表。建议修改的内容如下： 

 

意见 1：可能是经过多轮修改的原因，现在的内容已经 30 页了，建议整体压缩，如第 2 章、

第 4 章的内容需要大幅度压缩和修改，引言部分也应该更专业一些，整篇文章最好控制在

15000 字以内；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结合您的宝贵建议，通过反复阅读和思考，我们对文

章整体内容进行了压缩，尤其对第 2 章、第 4 章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压缩和调整，并修改了

引言和研究构想部分。结合审稿专家对文章的具体修改建议，内容修改和精简部分具体如下： 

（1）第 1 章引言。结合专家建议，我们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口语化表达使得引言更专

业，并且整合了之前的第二段内容和第三段内容，使得整体更有逻辑。通过反复阅读和思考，

修改后的引言框架分布为：引言的第一段是为了引出“领导倾听”这一主题；引言第二段和

第三段是总结以往研究现状，指出研究不足，进而引出本研究内容；引言第四段对本研究内

容进行总结。修改后的引言逻辑更清晰，更具可读性。 



（2）第 2 章国内外研究现状与述评。结合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

大幅度压缩和修改，主要删除了内涵部分的重复表述以及现有研究述评中与引言和理论建构

部分存在重复的表达，这一章大概精简掉了 1448 字，现在第 2 章还剩下 3719 字，为了保证

内容完整，我们希望不用进一步压缩。现在第 2 章已经删去了许多多余的表述和重复的内容，

因而内容更聚焦，并且保证全面概述了现有研究现状，也指出了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 

（3）第 3 章研究构想。作为一篇研究构想的文章，这一章节是本研究的主体内容，涉

及四个子研究，我们通过细致阅读删除了一些不必要的重复表达。另外，考虑到原文“3.4.3 

建言效能感的中介逻辑”和“3.4.4 心理安全感的中介逻辑”这两部分内容都涉及了对领导

过程归因理论的介绍，为避免重复，使表达更简洁，我们将这两部分内容合并为“3.4.3 建

言效能感、心理安全感的中介逻辑”，主要删除了对领导过程归因理论的赘述，使得逻辑更

加清晰。作为本文的核心部分，通过反复阅读与思考，我们对此部分内容也尽可能进行了修

改与删减，使得其既能够全面展示本研究的核心内容也能够简洁明了、逻辑清晰。 

（4）第 4 章理论建构。结合专家的宝贵建议，我们对第 4 章的内容进行了大幅度压缩

和修改，主要从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两方面对理论建构的内容进行总结，删减了与研究述评

和研究构想中重复的内容，重点突出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并简单提出本研究的实践价值，不

在此过多赘述前文已经强调的研究内容和研究结论。经过调整，现在第 4 章还剩下 1462 字。 

最后，我们对全文内容进行检查，将存在重复的研究框架介绍、参考文献等内容进行了

整合和删减，修改内容在文中均用紫色字体标出。精简后的正文（除参考文献）字数为 18143

字，精简后的文章确保逻辑更加清晰、重点内容更为突出、可读性进一步提升。很抱歉，我

们没有尽可能控制在 15000 字以内。确实如您所说，经过多轮修改之后，我们的内容相比初

稿增加了非常多的内容，相比第三轮修改后的正文（除参考文献）23732 字，我们已经删减

了 5589 字。为了保证论文整体的全面性以及符合多轮审稿专家的评审建议，我们希望可以

不用进一步压缩。此外，我们再次查阅了《心理科学进展》的投稿指南，其中“研究构想”

栏目投稿指南有提到：“研究构想”专栏对投稿不设苛刻的字数限制。因此，我们希望可以

不用进一步压缩，希望能得到您的认可和谅解。再次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 

 

意见 2：Listening 如何翻译需要更好的斟酌，倾听是否能反映出该词的本质?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问。您的问题进一步引发了我们对 listening 的深入思考。关于

listening 的文献有很多且时间较早，但是真正将 listening 应用到领导力领域比较权威且具代

表性的文献可以追溯到 Lloyd 等（2015a）发表在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上的论文，以及

Lloyd 等（2013, 2015b, 2017）的一系列研究。因此关于组织管理领域中的 listening 研究时

间并不长，这也给了学者更多的研究空间。我们在文献综述部分对有关 listening 的内涵进行

了比较全面的总结。近期研究中，“The power of listening at work”（Kluger & Itzchakov, 2022）

和“Listening in organizations: A synthesis and future agenda”（Yip & Fisher, 2022）两篇综述

论文介绍了组织管理领域 listening 的定义，并指出组织行为学的主流研究对 listening 的关注

相对较少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尚未有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Kluger & Itzchakov, 2022）。

Kluger 和 Itzchakov（2022）认为单独讨论 listening 的定义没有太大意义，要放置到特定的

情境中去探讨其内涵和结构。Kluger 和 Itzchakov（2022）从二元视角指出倾听者（listener）

不可观察的行为（如理解）会影响倾听者可观察的行为（如眼神交流），这又反过来显示了

对表达者（speaker）的感知和评价。此外，Kluger 和 Itzchakov（2022）指出“listening as a dyadic 

process between speakers and listeners”。Yip 和 Fisher（2022）认为 listening 不仅涉及倾听者

从表达者那里接收信息，也包括对信息的理解以及对表达者的支持。在 Kluger 和 Itzchakov

（2022）的回顾中发现，在组织研究中，listening 的主要概念是 perceived listening，强调说

话者对倾听质量的看法。Perceived listening 包括倾听者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表示注意力、



兴趣和理解，统称为反应。通过对 listening 相关概念、内涵等的总结和思考，我们发现学者

普遍认为 listening 是一个多维度构念，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个维度（Lipetz et al., 2020；

Worthington & Bodie, 2018）。认知维度涉及关注、理解、接收和解释内容与相关信息；情感

维度包含同理心和尊重等；行为维度包括语言和非语言反馈。 

在许多翻译中，通常将 listening 翻译为：听力、倾听、聆听。“听力”在汉语词典中是

指耳朵辨别声音的能力。“聆听”是一个更具敬意的词汇，多见于正式的报告、教育和演讲

等场合。“倾听”常见于上下级之间，多是形容上级听取下级意见的一种状态。我们认为倾

听一词更好。从内涵上看，在汉语词典中，“倾听”是指细心的听取，就是凭借听觉器官接

受语言信息，进而通过思维活动，达到认知，理解的全过程。“倾听”强调一种倾注心力、

表示我们会认真倾听对方的意见，并尊重对方的观点。“倾听”强调一种倾注心思、它强调

的是对他人的尊重和关注，专注地听取他人的声音或意见。它强调的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

态度，通常用于形容对他人言语或意见的认真倾听和接纳，愿意倾听他人的需求，例如，疑

虑或问题，并给予关注和回应。当一个人愿意倾听对方时，表示他会专心地听取对方的问题，

并尽力给予帮助和支持。综上，我们认为倾听能够反映出 listening 的本质，如果这一构念能

够得到认可，将有助于开展更多中国本土化的领导倾听研究，从而推动其在组织行为学领域

的发展。再次感谢您的提问，希望能得到您的认可。 

 

意见 3：Nomological network 很重要，但需要一些理论的指引。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的宝贵建议。Nomological network 是子研究 1 中的重要部分，确如

您所说很重要。已有文献指出诺莫网络（Nomological Network）是探索构念效度的一种思路，

当构念较新或构念的属性尚不清晰时，需从外部寻找相应的构念证据，它可使尚不清晰的构

念更加清楚（Cronbach & Meehl, 1995; Hinkin, 1998）。本研究对领导倾听的内涵和测量进行

了探索性研究，作为一个较新的构念，为了更好地检验领导倾听的构念效度，从而借助与其

他相关构念之间的关系获取外部证据，探究领导倾听的构念特征，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构建

诺莫网络（Nomological Network）。此外，构建诺莫网络可以通过检验新构念与所选变量之

间的关系来验证效标效度，同时可以用于评估测量工具的有效性（Cronbach & Meehl, 1955; 

Hinkin, 1998）。因此，借鉴以往研究的做法（赵晨，高中华，2017），我们在文中基于主动

性动机模型选取理论上与核心概念（领导倾听）具有较高相关性的变量作为前因变量和结果

变量来构建诺莫网络。关于如何基于主动性动机模型这一理论来构建诺莫网络，我们在第二

轮修改中针对审稿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做出了详细解释和回应，并在文中进行了相应修改，请

审稿专家参考第二轮修改说明中的一些解释。因此，作为本研究提出的领导倾听构念，我们

探索了其内涵维度、开发了测量量表，在此基础上，遵循以往学者的观点，我们认为构建诺

莫网络不仅可以探究领导倾听的构念特征，而且可以检验领导倾听测量量表的有效性。为了

凸显 Nomological network 的重要性，我们对“3.1 研究 1：领导倾听的内涵、测量与诺莫网

络”的第一段进行了修改，已在文中用紫色字体标出。再次感谢评审专家的宝贵建议。 

 

参考文献： 

赵晨, 高中华. (2017). 组织社会化交互视角下新员工政治自我效能的动态演化及作用机制. 心理科学进展, 

25(9), 1456-1468. 

Cronbach, L. J., Meehl, P. E.. Construct Validity in Psychological Tes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55, 52, 281-302. 

Hinkin, T. R. (1998). A brief tutorial on the development of measures for use in survey questionnaires.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1), 104-121. 

Kluger, A. N., & Itzchakov, G. (2022). The power of listening at work.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9, 121-146. 



Lipetz, L., Kluger, A. N., & Bodie, G. D. (2020). Listening is listening is listening: Employees’ perception of 

listening as a holistic phenomen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stening, 34(2), 71-96. 

Lloyd, K. J., Boer, D., Keller, J. W., & Voelpel, S. (2015a). Is my boss really listening to me? The impact of 

perceived supervisor listening on emotional exhaustion, turnover inten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30(3), 509-524. 

Lloyd, K. J., Boer, D., Kluger, A. N., & Voelpel, S. C. (2015b). Building trust and feeling well: Examining 

intraindividual and interpersonal outcomes and underlying mechanisms of liste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stening, 29(1), 12-29. 

Lloyd, K. J., Boer, D., & Voelpel, C. (2013). From listening to leading: Initial evidence of construct validity.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copy on file with author). 

Lloyd, K. J., Boer, D., & Voelpel, S. C. (2017). From listening to leading: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supervisor 

listeni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usiness 

Communication, 54(4), 431-451. 

Worthington, D. L., & Bodie, G. D. (2018). Defining listening: A historical, theoretical, and pragmatic assessment. 

In D. L. Worthington & G. D. Bodie (Eds), The Sourcebook of Listen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and 

Measures (pp. 3-17). Hoboken, NJ: Wiley. 

Yip, J., & Fisher, C. M. (2022). Listening in organizations: A synthesis and future agenda.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16(2), 657-679. 

 


